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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大气污染问题也不断凸显，对公众健康和生

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威胁。世界三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严重的空气污染（尤其

是以臭氧（O3）为主的光化学污染）。其中，旧金山湾区 O3 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高排放和不利的气象条件的共同加持作用；纽

约湾区主要面临由高能源消耗所引起的 O3 和 PM2.5 的复合污染；而东京湾区则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光化学污染。面

对当时严重的光化学污染，三大湾区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协同降低 O3 前体

物（NOx和 VOCs）的排放，从而有效解决了污染问题。相比于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 O3 污染仍然严峻。该文

通过全面梳理三大湾区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和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 O3 污染治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完善大湾区 O3

前体物精细化管控；（2）推动大湾区 O3 前体物监测技术革新；（3）建立健全粤港澳三地跨境联防联控机制。该文通过分析

世界三大湾区的空气污染成因、治理历程以及取得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管理的方法和

经验，旨在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湾区空气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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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
群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
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蔡文博等，2020）。随
着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速发展，其空气质量状况也备
受关注（Fu et al.，2012；Feng et al.，2015；Fu et al.，
2019）。2006—2021 年，广东省 SO2、NO2 和 PM10

的年平均浓度均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
73.3%、24.1%和 35.5%（Hervé et al.，1996；Gao et 

al.，2016；Gao et al.，2019）。但是，O3 污染的问题
却日益突出。研究表明，珠三角 O3 质量浓度的区域
平均值从 2006 年的 48 μg·m−3 显著上升至 2019 年
的 60 μg·m−3，并且仍以每年 2.08 μg·m−3 的速率增
长（赵伟等，2021）。自 2015 年起，珠三角地区 O3

污染超标天数占该地区 AQI 超标日的比例超过颗

粒物，成为珠三角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瓶颈
（李圳等，2022）。同时，香港、澳门地区的 O3 污染
问题也日渐凸显（湛社霞，2018）。因此，以 O3 为
主的光化学污染治理，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空气污
染治理的重点（Chen et al.，2019；Chen et al.，2020）。 

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是世界著名
的三大湾区，目前其空气质量显著优于粤港澳大湾
区（马超平等，2020）。然而，这三大湾区在发展过
程中也曾经历过严重的光化学污染（Atkinson et al.，
2004；Avnery et al.，2011；Benas et al.，2013）。面
对当时严重的污染情形，三大湾区通过制定政策法
规和修订排放标准等措施，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空
气质量（Carter，1994；Canella et al.，2016；杨一鸣
等，2017；王佳佳等，2022）。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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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湾区在空气治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
经验对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的大气污染管控工作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总结三大
湾区的空气质量管控历程及其成效，分析粤港澳大
湾区当前空气污染治理的现状及所存在的不足，旨
在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精细化空气污染防控、改
善空气质量提供科学支持，为“十四五”期间中国
大气环境治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1  世界三大湾区空气污染成因及治理历程 
1.1  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
部萨克拉门托河下游出海口的旧金山湾四周

（Carter，1996；Castro et al.，2001）。伴随经济的飞
速发展，旧金山湾区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出现 O3

污染问题。石油化工产业蓬勃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
持续增加所带来的高 VOCs 和 NOx排放，以及当地
夏季高温的不利气象条件，是该地区 O3 污染的主
要原因。Marr et al.（2002）发现，旧金山湾区和萨
克拉门托市这些城市化较高的区域属于 VOCs 敏感
区；而偏远的郊区则是 NOx敏感区。此外，由于旧
金山湾区属于地中海气候，晴空、高温、低湿的夏
季气象条件也有利于当地 O3 污染的形成（Jacob et 

al.，2009；He et al.，2020）。 

为解决包括旧金山湾区在内的多地区 O3 污染
问题，美国联邦和加州政府加大对 O3 污染防治的
探索和行动，并且在不同时期根据具体的污染状
况，针对性地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其中，自 1947

年洛杉矶市在全美率先成立空气污染控制区并开
始研究光化学烟雾污染起，直至 20 世纪末，联邦和

加州政府主要采取立法的方式来对 O3 进行广泛的
控制，并且通过成立联邦和州级环保机构来保证政
策的顺利实施（王占山等，2013）。具体措施见表 1。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 PM2.5 和 NOx污染的改
善，VOCs 成为旧金山湾区 O3 生成的主要前体物

（Maximilian et al.，2011）。为此，加州政府制定了
一系列 VOCs 生产生活排放标准来限制 VOCs 的排
放，包括：（1）全州开始实行机动车三期排放标准，
控制以非甲烷有机气体（NMOG）为主的 VOCs 排
放；（2）全面禁止干洗店使用 VOCs（如全氯乙烯）
作为干洗溶剂；（3）严格限制含 VOCs 的工商业和
居家涂料的使用（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21）。与此同时，加州政府也
通过技术革新来降低 VOCs 的排放，如：（1）提高
机动车燃油的品质以降低 VOCs 的排放；（2）在全
州加油站的供油嘴安装蒸汽复原器以减少CHx的挥
发（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20）。 

经过长达 50 多年的治理，旧金山湾区削减了
80%—90%的人为源 VOCs，以及 60%—70%的人为
源 NOx（梁英振，2013）。伴随着 VOCs 和 NOx的
下降，旧金山湾区的 O3 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南
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的观测结果显示，1980—2018

年期间，旧金山湾区一年中日最大 8 h 平均质量浓
度第四高值（O3-8h 第四极大值）呈显著下降趋势，
目前已基本稳定在 150 μg·m−3 以下，低于美国联邦
政府规定的质量浓度限值（161 μg·m−3）。 

1.2  纽约湾区 
纽约州经济发达，其能源消耗量也十分巨大。

据统计，2016 年纽约州消耗能源总量约为 1.08×1012 

表 1  美国联邦和加州政府 O3 管控历程（21 世纪前） 

Table 1  O3 control process of the federal and California governments of the U.S (before the 21st century) 

时间 Time 管控措施及主要内容 Control measures and main contents 

1947 洛杉矶监督委员会创立了空气污染控制局（Air Pollution Control District，APCD）。这是全美第一个县域空气质量管理机构 

1953 
洛杉矶郡 APCD 要求减少工业汽油储存罐的 HC 排放、汽油罐货车和加油站地下储存罐的蒸汽泄漏。 

这些措施每日能削减约 2 000 t HC 排放及 250 t NOx排放 

1955 全加州第一个光化学烟雾报警系统启用 

1956 全加州第一个空气监测系统投入使用 

1958 加州地政府禁止使用庭院垃圾焚烧炉，并且垃圾填埋场、精炼厂、发电厂等工业设施排放需要受到监管 

1960 加州立法机构成立了加州机动车污染控制委员会，以测试车辆排放并查证排放控制设备 

1966 加州建立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1969 加州颁布全州首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1970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成立，并制定了联邦《清洁空气法》 

1971 美国环境保护署制定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1977 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成立 

1981 联邦政府发布《国家臭氧执行计划》 

1987 加州颁布本地的清洁空气法案：《加州清洁空气法案》 

1990 联邦政府修订《清洁空气法》，实现了从属地管理到区域管理的思路转换 

1991 加州环保署（CalEPA）成立 

1997 联邦政府修订《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改了 O3 环境标准（由 1 h 变为 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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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h，在全美排名第 8，其中主要是电力消耗。由
发电排放的污染物（如 NOx，SO2 和粉尘等）对纽
约地区的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Chameides et 

al.，1992；戚凯等，2019）。面对由高能耗所导致的
大气污染问题，纽约市政府启动了相应的环境保护
计划。2007 年，纽约市启动了第一个可持续发展计
划（New York City，2017），提出通过推广应用新技
术等措施来解决纽约湾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包括优
化能源结构及制定燃料标准等。具体包括：（1）优
化电能来源，至 2018 年 11 月纽约州内已经完全停
止煤炭发电，目前州内半数以上的电能来源为燃气
发电与燃气/燃油双燃料发电（戚凯等，2019）；（2）
制定取暖燃料标准，纽约市每年消耗 100 万加仑的
取暖油，远高于美国其他城市，从 2012 年 7 月 1 日
开始纽约州要求本州内出售的所有馏分油都必须
是超低硫油，并且所有出售的取暖油中必须含有不
低于 2%的生物柴油（New York City，2017）。 

在纽约州、市两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纽约地
区污染物排放源，包括电厂和居民取暖燃料等排放
都实现了大幅缩减，并最终使当地 O3 浓度降低。然
而，根据《纽约市空气污染趋势及其健康后果》报
告（The Barry Commoner Center for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2013）显示，纽约地区 O3 质量浓度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其年均 O3-8h 第四极大值维持
在 193—215 μg·m−3，与芝加哥、圣地亚哥等美国其
他大型城市基本一致，仍高于美国联邦政府质量浓
度限值（161 μg·m−3）。这主要是因为纽约市上风向
传输来的 NO2 促进了纽约市 O3 的生成。因此，纽
约湾区在未来需要在区域尺度对于 O3 前体物进行
协同控制，例如推行更清洁的交通方式和减少交通
拥堵，以彻底解决整个湾区的 O3 污染问题。 

1.3  东京湾区 
二战结束后的日本推行经济增长为先导的政

策，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环境的急剧恶化，公害

问题愈演愈烈，引起了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杨
昆等，2018）。因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日本政
府开始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并着手治理。具体措施见
表 2（王宁等，2016；Kunugi et al.，2018；杨昆等，
2018）。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政府开始对国内 O3 前体
物（NOx和 VOCs）的排放进行更加精准的限制。
对于 NOx，新修订的《机动车 NOx、PM 法》规定
了更加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并对机动车的结构装
置做出了具体规定（如指定柴油车颗粒过滤器

（DPF）和酸化触媒技术为机动车减排装置）（甘佳，
2014）。对于 VOCs，日本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
法》修订中，增加了《VOCs 排放规制》的内容。
该要求以全面控制 VOCs 排放为目标，确定了日本
国内不同行业和设施的 VOCs 排放标准。此外，日
本政府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调查。针对
VOCs，NOx和 PM2.5 等主要污染物，日本环境省专
门设有不同的“研究会”，持续监控调查大气污染
物的排放情况，以用于污染物排放清单及发生源成
分谱的建立。 

经过多年的努力，东京湾区大气环境有明显的
改善。根据 2015 年日本环境省和各都县环境部门
测定（日本环境省，2015），东京湾湾区 SO2、NO2、
总悬浮颗粒物（TSP）、PM2.5 和 CO 等主要空气质
量指标都处于较优良水平。然而，O3 超标仍是东京
湾区甚至全日本的突出问题，尽管东京湾区日间
O3-1h 平均浓度在日本大型城市群中处于较低水
平，但达标率仍基本为 0（表 3）。 

 
2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珠江出海口，是由广州、深
圳、佛山、东莞、惠州（不含龙门）、中山、珠海、
江门、肇庆 9 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
的城市群（李彦希等，2022）。近年来，随着大气污

表 2  日本政府空气污染管控历程 

Table 2  Air pollution control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时间 Time 管控措施及主要内容 Control measures and main contents 

1955 东京制定《防止排烟条例》 

1962 日本制定第一部空气污染控制法—《煤烟排放控制有关法律》 

1967 日本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明确了企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对防治公害的基本对策 

1968 日本政府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法》 

1970 日本政府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 

1971 日本成立环境省，各都道府县、各市町村设置政府环保机构 

1992 日本颁布《机动车 NOx法》，控制尾气 NOx排放 

1993 日本政府颁布《环境基本法》，标志着日本的环境法迈入新的阶段 

2000 东京都制定了《环境确保条例》，在东京都全域内禁止不符合 PM 排放标准的柴油车行驶 

2001 
日本修订《机动车 NOx法》，加入了对尾气颗粒物排放的控制，并更名为《机动车 NOx、PM 法》， 

标志着日本机动车尾气区域总量控制制度的形成，对日本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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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工作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空气质量明显
改善，SO2、NO2、PM10 以及 PM2.5 等污染物浓度持
续降低。2006—2016 年内，珠三角地区 SO2、NO2

和 PM10 的年均质量浓度分别从 52、46、77 μg·m−3

下降至 12、32、48 μg·m−3，降幅分别为 77%、30%、
38%（湛社霞，2018）。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PM2.5 年
均浓度更已连续 5 年实现稳定达标，平均质量浓度
小于 35 μg·m−3（广东省生态环境厅，2022）。然而，
相比于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 O3 浓度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赵伟等，2021）。其中珠三角
地区 2017 年 O3 日最大 8 小时质量浓度平均值

（MDA8）第 90 百分位数的平均质量浓度为 165 

μg·m−3，与 2013 年相比上升了 5.8%（李圳等，2022）。
而香港 2019 年 MDA8 O3 第 90 百分位数的平均质
量浓度为 152 μg·m−3，并且每年以 1.49 μg·m−3 的速
度增长（赵伟等，2019）。因此，O3 污染已经成为制
约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的 O3主要来自于人为源排放（沈
劲等，2017）。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的 O3 来源主
要是溶剂和涂料使用源（42%）、道路机动车排放源

（26%），以及工业排放源（16%）（Li et al.，2013）；
而香港地区的 O3主要来自于溶剂（贡献率约 70%），
其次为交通排放（贡献率约 23%）（Cheng et al.，
2013）。而导致大湾区 O3 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区域内
高强度的 VOCs 排放（王雪松，2002；王书肖等，
2017）。研究表明，2006—2015 年珠三角地区 SO2、
NOx、PM10、PM2.5 和 CO 的人为源排放量均呈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Hu et al.，2012；He et al.，2017；
Han et al.，2018；Hu et al.，2018），但 VOCs 排放
总量却增加约 33%，其中溶剂使用源和移动源贡献
最多（Bian et al.，2019）。香港的 VOCs 排放量虽呈

现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下降速率明显放缓，且受船
舶排放的影响日益突出（Bian et al.，2019）。不断增
加的 VOCs 排放，导致粤港澳大湾区 O3 污染的问
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除了排放因素，气象因
素也对大湾区的 O3 污染有一定的贡献（王自发等，
2008）。研究表明，高温、长日照、强辐射和低气压
是该地区高浓度 O3 生成的主要气象因素（黄俊等，
2018；李婷苑等，2022）。另外，区域内城市间的大
气污染输送也对粤港澳大湾区臭氧污染有着重要
的贡献。李圳等（2022）研究表明，外部人为排放
通过区域传输对珠三角地区 O3 污染形成具有重要
的影响（在 O3高污染时期的贡献率最高可达 70%）。
沈劲等（2015）研究显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臭氧
污染季节，排放源区一般对下风向 40 km 范围内的
地区臭氧污染贡献最大。 

 
3  世界三大湾区 O3 污染治理对粤港澳大湾
区的启示 

经济快速发展曾给世界三大湾区带来严重的
O3 污染问题。其中，旧金山湾区在 60 年代末期 O3

浓度几乎超标百倍；由于临海工业基地的无序排放
和人口大量聚集，东京湾大气从 1955 年开始遭遇
严重的 O3 污染并引发了社会危机。当前，三大湾区
的 O3 生成主要受到 VOCs 的影响，并且 O3 污染成
因有着一定的共性，即：高速发展的工业和高强度
的人为活动排放，导致 VOCs 的排放不断增加。然
而，它们彼此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旧金
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在夏季的高温气象条件对该地
区的 O3 生成起到了促进作用（Marr et al.，2002；
Ito et al.，2021）；而纽约湾区上风向传输过来的 NO2

和 VOCs 则严重影响了该地区 O3的生成（New York 

City，2017）。 

历史上，三大湾区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先污
染后治理的路径。对于 O3 的治理，尽管三大湾区在
各自发展历程中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并采取了不同
的控制措施，但对于 O3 污染治理的理念和经验相
似，即从前体物 NOx和 VOCs 入手，通过减排和行
业规划等手段，协同降低 NOx和 VOCs（表 4）。 

同世界三大湾区类似，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 O3

生成也主要处于 VOCs 控制区，且地区间污染相互
影响。通过梳理世界三大湾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和经验，我们针对大湾区目前的 O3 防治提出以下
建议。 

3.1  完善 O3 前体物精细化管控 
从世界三大湾区 O3 污染防治策略看，早期的

污染防治路径以 NOx 控制为主，在意识到削减
VOCs 的必要性后，三大湾区开始强化不同行业

表 3  2015 年日本全国及主要县区空气质量状况 

Table 3  Air quality in Japan and its major counties in 2015 

地区 

Areas 

NO2 

(10−9) 

TSP/ 

(μg·m−3) 

PM2.5/ 

(μg·m−3) 

日间 O3-1h 平均 

Daytime average  

of O3-1h (10−9) 

SO2

(10−9)

CO

(10−9)

（1） 10 19 13.9 48 2 300

（2） 17 19 13.8 31 2 200

（3） 15 20 12.8 47 2 300

（4） 13 18 12 33 2 —

（5） 13 20 13.2 33 1 300

（6） 15 19 13 36 2 270

（7） 100% 100% 75% 0% 100% 100%

（8） 100% 100% 89% 0% 99% 100%

（1）日本；（2）东京都；（3）神奈川县；（4）千叶县；（5）埼玉县；

（6）东京湾区；（7）日本全国达标率；（8）东京湾区达标率 

(1) Japan; (2) Tokyo; (3) Kanagawa; (4) Chiba; (5) Saitama; (6) Tokyo 

Bay Area; (7) Qualify rate of Japan; (8) Qualify rate of Tokyo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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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的排放控制。如旧金山湾区通过制定了一系
列生产生活排放标准来实现对 VOCs 排放的精细化
管控；纽约湾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区域联防联控
来降低该地区的污染；而东京湾区则采用法律规范
和企业自主减排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NOx与 VOCs 协
同减排。 

同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经历类似，自 2013 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内
NOx排放大幅下降，但 VOCs 排放则基本保持不变

（李圳等，2022）。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区对 VOCs 的
管控对象不统一，且尚未确定需要重点管控的行
业，尤其是生产生活行业（江梅等，2015；修光利
等，2020；崔茹等，2021）。尽管深圳市于 2016 年
发布了《生产、生活类产品 VOCs 含量限值》（朱迪
等，2017），对全市范围内生产生活行业的 VOCs 排
放做出了限制，但仍不能科学地支撑整个大湾区内
VOCs 精细化管控。因此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有
必要根据本地区 VOCs 的排放情况，来制定符合自
身实际条件的排放政策和标准，着重管控区域内高
排放行业，重点针对高活性 VOCs 物种。具体可以
采取以下做法，（1）完善管控体系。作为中国最早
开展大气污染防控的城市群地区之一，珠三角地区
的空气质量在中国大型城市区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依托于粤港澳合作机制，粤港澳三地也已经签署
了多项合作文件，这些都为粤港澳大湾区空气污染
联防联控提供了政策支持。然而，当前大湾区内的
政策措施大多是针对 PM2.5 达标而制定的，现有的
联防联控机制和前体物协同减排技术体系还不能
科学地支撑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VOCs 管控。因此，
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还需要建立健全管控体系，
完善具体行业排放标准，从而为 VOCs 的精细化管
控工作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2）提升基础支撑。

多方位的基础支撑是美日等发达国家成功实现人
为源 VOCs 管控的基础，而中国目前在科技支撑方
面仍相对薄弱。作为中国的科创中心之一，粤港澳
大湾区应尽快组建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团队，集中
优势力量，攻克清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难
题，并尽快完成湾区环境管理创新性方案的制定和
评估等工作，从而全面实现对大湾区 VOCs 排放的
精细化管控。 

3.2  推动 O3 前体物监测技术革新 
世界三大湾区的治理经验表明，O3 污染治理需

要全面加强过程管控，对前体物实施精细化管理。
美国于 1970 年组建并运行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发
展到 2013 年共有 4 000 多个基础网络监测站点，并
且还有光化学的监测站点 78 个；同时，在联邦政府
层 面 成 立 了 国 家 污 染 物 排 放 源 谱 库 及 模 型

（SPECIATE、BEIs）（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21）。日本从 1976 年便开始了
对地面光化学氧化剂及其前体物的监测，是亚洲国
家中最早对地面臭氧进行长期监测的国家（杨昆
等，2018）。这些措施为美国和日本政府实现对旧金
山、纽约和东京 3 大湾区内 NOx和 VOCs 等 O3 前
体物的精细化管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于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中
国第一个跨境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粤港澳珠
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用以监测和评估区域
空气质量（湛社霞，2018）。然而，目前主要监测的
污染物仅包括 PM10、PM2.5、SO2、NOx、O3 和 CO，
而缺乏 VOCs 的长期观测（薛文博等，2021）。相比
于上述污染物，VOCs 排放涉及的行业众多，量大
面广，其污染管控更复杂。针对这种情况，粤港澳
大湾区需要依托自身科创优势，尽快推动 VOCs 治
理技术的革新，进而引领全国范围内的大气污染控

表 4  三大湾区现行空气治理措施和经验总结 
Table 4  Current air control measures and experience summary in the three international bay areas 

项目 

Items 

旧金山湾区 

San Francisco Bay Area 

纽约湾区 

New York Bay Area 

东京湾区 

Tokyo Bay Area 

当前大气环境质量浓度 

Mass concentration of current 

atmospheric environment/(μg·m−3) 

ρ(PM2.5)<12,  

O3-8h 第四极大值(1)<161 

ρ(PM2.5)<10,  

O3-8h 第四极大值(1)<161 

ρ(PM2.5)<15,  

O3-8h 平均值(2)<120

主要特征 Key feature 光化学污染 光化学和颗粒物的复合型污染 光化学污染 

管控 NOx 

NOx control 
机动车全生命周期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 

推广应用新技术（如优化能源结构，

限制取暖油的污染物成分，等） 

立法限制机动车排放；

修改机动车的结构装置

管控 VOCs 

VOCs control 

联邦制定机动车修补漆、建筑涂料、消费品和气

溶胶涂料等的排放标准；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排放

法规监管与企业自主减排相结合；分行业工艺 

过程 VOC 源头控制；VOC 的末端治理技术 

共同治理经验 

Joint governance experience 

（1）成立区域空气污染控制机构；（2）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3）完善 NOx和 VOCs 环境标准体系；（4）推动公众、企业、智库等多主体参与湾区环境管理 

（1）一年中 O3 日最大 8h 平均质量浓度第四高值；（2）一年中 O3 日最大 8h 质量浓度的平均值 

(1) The fourth highest value of daily maximum 8-hour average ozone concentration in a year; (2) The average value of daily maximum 8-hour average ozone 

concentration in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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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术创新。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做法：（1）推动污
染物监测技术革新；（2）建立健全监测网络，提升
对 VOCs 的在线监测能力；（3）强化科学研究在污
染防控中的作用，以持续的针对性的研究为基础，
如通过编制本地化、精细化的 VOCs 动态源排放清
单及物种清单，为大湾区内 VOCs 精细化管控提供
科学支撑。 

3.3  建立健全粤港澳三地跨境联防联控机制 
由于 O3 及其前体物在区域间或区域内城市间

存在相互输送与影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 O3 污
染问题，需要区域联防联控。国外湾区为有效治理
环境污染而建立相关的法律以及区域统筹机构，通
过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在区域联防联控上取得了
重要进展（魏巍贤等，2017）。以旧金山湾区为例，
加州政府通过建立了跨区域的空气质量管理机构
——南海岸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区（SCAQMD），并
赋予其强有力的行政执法和监管权力，以区域统筹
的形式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提高到了城市群治理
的层面上，极大地推动了旧金山湾区空气污染的治
理（李媛媛等，2018；杨昆等，2018）。对于粤港澳
大湾区而言，广东省于 2008 年成立了全省大气污
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为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依托于粤港合作联席会
议制度，粤港澳三地共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跨境区
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
空气监测网络，有效推动了该地区在大气污染治理
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然而，由于香港、澳门属于特
别行政区，因此在现有模式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大
气污染治理工作仍主要集中在技术协作层面（湛社
霞，2018）。鉴于此，粤港澳大湾区可协调成立空气
质量管理委员会，尽快建立健全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监测、统一防治措施的湾区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王晓彦等，2019）。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应尽快建立统一的环境
标准规范和政策体系。完善的标准规范和政策体系
是推进 O3 前体物尤其是 VOCs 精细化治理的重要
保障。如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科学研究—联邦
政府制定政策—州政府落实政策—国家相关部门
验收成效”为核心的大气污染物防治政策运作体系

（王旭豪，2020）。因此，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还
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管控体系，完善具体行业排放
标准，从而为 VOCs 的精细化管控工作提供法律和
政策保障。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做法：（1）联合制定
重点污染物和重点排放企业名录，强化数据调查；

（2）联合制定污染物减排方案，实现区域协同减排；
（3）完善并统一空气质素评价指标；（4）协同建立
环境风险评估体系；（5）建立健全重点污染物环境

监测机制。 

 
4  结论与展望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明
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应“着眼于城市群可持续发
展，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形成绿色低碳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有效提升城
市群品质”，这对大湾区的大气污染防控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当前，与京津冀、长三角等中国主要大
型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大气环境质量相对
较好，但距离世界级水准还有较大的差距，而其大
气环境问题主要来自于 O3 污染。通过多年来的艰
难探索，大湾区的 O3 污染防治已经取得了一些效
果，但仍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距离。
根据国际先进湾区的大气污染防治经验，粤港澳大
湾区需尽快建立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大湾区内
的各个城市之间则需要加强应急管理和措施落实。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加强以精细化管控为落脚
点的 O3 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并尽快推动 O3 前体物
管控的政策体系和技术革新。通过制度和技术体系
的完善，尽快遏制 O3 污染，从而全面建成宜居宜业
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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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strongest economic vitality in China,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en developing at a high speed. However, air pollution in this are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posing a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three bay areas overseas (San Francisco Bay Area, New York Bay Area and Tokyo Bay Area) have also 

experienced serious air pollution (especially photochemical pollution dominated by ozone (O3)). Among them, the O3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high emission and adverse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the New York 

Bay Area mainly suffered from the combined pollution of O3 and PM2.5 caused by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the Tokyo Bay Area 

experienced a photochemical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serious photochemical pollution at 

that time,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three Bay areas cooperated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f 

O3 precursors (NOx and VOCs) via implementing relevant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us effectively solved the pollution 

problem. Compared with the three Bay areas overseas, the current O3 pollu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still severe. This paper offer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O3 pollu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y comprehensively combing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three Bay areas: (1) Improve the control 

system of O3 precursor emiss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2) promote the monitor of O3 precurso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3)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cross-border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mo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verall, our study summarizes the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the treatment process and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three Bay areas overseas, and further suggests the methods and experience of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ch aim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Bay area ai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Bay area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ir quality; ozone pollution; precurso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